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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以来南北差异的整合发展与江南的角色功用

李 治 安

摘　要：由于疆域广袤、民族风俗多样，东汉以后，南北整合发展上升为中华文明内部诸地域子文明间

相互关系的“主旋律”。首次南北差异整合发生在南北朝隋唐。北朝体制诚为隋唐立国之 本 或 入 口，南 朝

体制则是其演化趋势或出口。由“南朝化”起步的“唐宋变革”，就是革均田、租庸调、府兵等 北 朝 三 制 度 的

“命”。元统一后的南北差异博弈整合，北制因素过分强大，总体上占上风。朱元璋、朱 棣 父 子 个 人 经 历 和

政治文化心态等偶然因素，致使明前 期 的 整 合 再 次 以 北 制 占 优 势。明 中 叶 以 后 南、北 制 因 素 的 另 一 次 整

合，改而以南制为重心。重在革除徭役的“一条鞭法”，亦是南制因素压倒北制的“里程碑”。东汉以后的中

国，先后发生“五胡乱华”和女真、蒙古等南下入主，黄河中下游的华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曾经被 中 断 两 三

次。万幸的是，华夏经济和文化藉东晋和南宋 南 渡 在 江 南 得 以 延 续。５世 纪 以 后 的 江 南 成 为 中 国 经 济 重

心和文化主脉所在，成为中国“富民”和农商并重秩序成长发展的“风水宝地”，尤其是宋元明清的江南依然

代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在唐宋前后南北地域差异的上述三四次博弈整合中，承载着中国 经 济 重 心

及文化精英的江南地区，推动着华夏经济和文化在南北统一国度下总体上继续繁荣，最终避免了欧洲５世

纪日耳曼蛮族南下中断或暂时毁灭 希 腊 罗 马 文 明 而 整 体 步 入 黑 暗 中 世 纪 的 悲 剧 性 道 路。中 华 文 明 五 千

年延续至今，总体上未曾中断，在世界范围独一无二，江南的历史性角色作用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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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的连绵发展，是中华文明独有的优长与特色。疆域广袤和地理风俗多样，又导致中华文

明的长期繁荣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于内部若干地域子文明间的碰触和整合。在若干子文明整合发

展过程中，中原、关陇、海岱、江南等区域均在各个时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①。本文拟在前人

研究的基础上，试从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的贡献，东汉以后南北地域差异的博弈整合，南北地域整合

中江南及大运河的角色功用等方面，予以进一步探索，就教于方家同好。

一、傅斯年“夷夏东西说”的贡献

鸟瞰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共时性”地存在若干个地域子文明板块：以文明属性划分，可分为游牧

文明和农耕文明两大板块；即使在农耕文明内部也存在东部与西部，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等板

块分野。“历时性”地纵观五千年中华文明，大致发生如下八次较大规模的地域子文明的整合发展：
（１）黄帝与炎帝“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传说中华夏先民部落在黄河中游的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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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性成果。

①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３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萧启庆：《中国近世前期南北

发展的歧异与统合———以南宋金元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为中心》，《清华历史讲堂初编》，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７年。拙文《两个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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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整合。

　　（２）大禹治水创建夏朝与汤灭桀建商朝———第一次东、西地域的整合发展。
（３）武王克商与西周封邦建国———第二次东、西地域的整合发展。
（４）嬴政翦灭六国与秦朝郡县制统一天下———第三次东、西地域的整合发展。
（５）汉武帝征讨匈奴与汉地、漠北、西域的首次整合、融汇。
（６）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第一次南北地域的博弈整合。
（７）辽宋金元明清时期南北地域的进一步整合。
（８）民国“五族共和”为代表的多子文明整合与现代中华民族的形成。

１９３３年，傅斯年先生曾撰《夷夏东西说》，首次阐发了夏商周三代“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

西系”，东、西二系“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的重要观点①。此文堪称

廓清上古东、西地域子文明共存整合的里程碑式的论著，首次解决了前述一至四次东、西子文明相互

关系的基本问题，拓荒开创，功莫大矣。美籍华人历史学、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对傅斯年和他的《夷

夏东西说》推崇备至。认为：“傅先生是一位历史天才，是无疑的。他的《夷夏东西说》一篇文章奠定

他的天才地位是有余的。这篇文章以前，中国古史毫无系统可言。傅先生说自东汉以来的中国史，

常分南北，但在三代与三代以前，中国的政治舞台，……地理形势只有东西之分，而文化亦分为东西

两个系统。自傅先生夷夏东西说出现之后，新的考古资料全部是东西相对的：仰韶———大汶口，河南

龙山———山东龙山，二里头（夏）———商，周———商、夷。……这样的文章可以说是有突破性的”，“他

的东西系统成为一个解释整个中国大陆古史的一把总钥匙”②。尔后虽然出现了少量试图质疑该说

的文章③，但也仅是批评其有关夏文化地域的某些局部不足。如同任何经典宏论在阐发主流、本质的

同时不可避免地舍弃偏枝末节的惯例，上述不足 亦 属 正 常。故 而 少 量 质 疑，无 关 宏 旨，也 无 法 撼 动

“夷夏东西说”的基本立论及贡献。

二、东汉以后南北地域差异的博弈整合

对傅先生八十年前业已指出的“自东汉末”“常常分南北”，即东晋和南宋南渡后各二三百年分裂对

峙所导致的颇有差异的南北两大地域子文明或承载板块间的关系，笔者勉为“续貂”，试作初步探研。
先说南北朝与隋唐的“南朝化”。

１９４５年陈寅恪著《隋唐 制 度 渊 源 略 论 稿》，揭 示 隋 唐 制 度 多 半 出 于 北 朝，又 受 到 南 朝 的 部 分 影

响，进而澄清了北朝制度的 内 涵、流 变④。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唐 长 孺《魏 晋 南 北 朝 隋 唐 史 三 论》指 出：
“唐代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诸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中的最重要部分，乃是东

晋南朝的继承，我们姑且称之为‘南朝化’。”⑤近年，阎步克、胡宝国、陈爽等又围绕隋唐“北朝化”、“南

朝化”何者为主流，展开了小小的争论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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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争论都有史料依据和合理性，又相互抵牾对立，似乎单用其中一说难以涵盖隋唐时期的复

杂历史情况。笔者拙见：南北朝、隋朝及唐前期的历史是循着“南朝”、“北朝”两种体制或线索来发展

演化的。两者各有其赖以生存和实用的空间地域———南方和北方，又在并存发展中互相交融，互相

影响。正如人们所熟知的，随着秦汉“大一统”帝制的问世，黄河中下游东、西子文明的整合也基本完

成。而东晋以后经济重心及文化精英的南移，以长江或淮河为界限的南北两大地域的差异转而上升

和凸显。经历近三百年的南北朝分裂对峙，特别是受“五胡乱华”等影响，南方与北方的制度状况或

发展线索呈现异样，也是情理中事。“南朝”状况或线索，主要表现于东晋、宋、齐、梁、陈所沿袭汉魏

西晋的体制。“北朝”状况或线索，主要表现在北魏、北齐、西魏、北周的体制。诚如阎步克教授所言，
“隋唐王朝都是在北朝的基础上建立的”。故隋朝及唐前期基本实行的是“北朝”制度。尔后，隋唐二

王朝又在统一国度内实施了“南朝”体制与“北朝”体制的整合，到中唐以后整合完毕，国家整体上向

“南朝化”过渡。笔者的看法大致可以找到三条证据支撑：贯穿北朝、隋朝及唐前期的均田、租庸调和

府兵三大制度，均主要实施于北方，又都在中唐瓦解。替代它们的租佃制大土地占有、两税法和募兵

制，正是整合后南朝因素转而占上风的结果。北制诚为隋唐立国之本或入口，南制则是其演化趋势

或出口。从某种意义上说，由“南 朝 化”起 步 的“唐 宋 变 革”，就 是 革 均 田、租 庸 调、府 兵 等 三 制 度 的

“命”，也与上述南北地域差异的整合趋势密不可分。

再谈元、明帝国南北差异的博弈整合。

继辽、金、西夏之后，蒙古铁骑南下，建立了统一南北的元王朝。元统一后“南不能从北，北不能

从南”①等抵牾差异依然存在，甚至在国家制度层面亦呈现南、北制因素并存博弈的状况。蒙古草原

制度与金朝后期汉法制度混合体的“北制”，更是始终充当元帝国的制度本位，在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各领域长期发挥着支配作用。相对于江南南制因素的北制表现为：职业户计制与全民服役，贵族

分封制与驱口制，官营手工业的重新繁荣，儒士的边缘倾向与君臣关系主奴化。元朝社会经济整体

上的发展进步，唐宋变革成果在元明的延伸，都有赖于国家统一条件下南、北制因素的融汇互动、博

弈整合，唐宋变革和晚明清繁盛之间“过渡”或整合发展，同样是在 此 类 融 汇 整 合 中 逐 步 得 以 实 现。
不过，元统一后上述博弈整合，呈现为北制向江南的推广、南制因素遗留及部分上升且影响全国等较

复杂的互动过程。由于元政权北制因素的过分强大，元统一后整合的结果，总体上是北制因素占上

风，南制因素依然居从属。
朱元璋曾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旗号，重建了汉人为皇帝的明王朝，也采取过定都南京，惩

元末权臣和贪赃之弊，废中书省和丞相，以三司取代行省，创建卫所取代部族兵制，以及“黄册”及“鱼

鳞册”等新制度，力图较多摆脱蒙元旧制，使国家体制恢复到汉地传统王朝的形态上来。但不容忽视

的是，朱明王朝又自觉不自觉地继承了颇多的元朝制度。这与朱元璋、朱棣父子带有个性色彩的南、
北政策及朱棣迁都燕京都有密切关联，客观上更是元朝覆灭后所遗留的社会关系、文化意识等潜在

影响使然。如果说朱元璋实行的是半南半北的政策，眷顾中原北地的倾向尚带有偶然或不稳定性，

朱棣就与乃父显著不同了。朱棣“靖难”，以燕京和北直隶充当根基地，其军旅精锐包含蒙古朵颜三

卫等，又残酷镇压建文帝势力，自然容易站在建文帝南方本位的对立面，遂导致“欲定都北京，思得北

士用之”等政策②，导致其封爵燕王，肇兴且起兵燕邸，最终迁都燕京等以燕京北地为基业所在的新体

制。又兼他七次亲征大漠蒙古时难免受到草原习俗及主从关系等影响。其结果，朱棣实行北方本位

政策，形成政治驱动颇强，主、客观综合支撑等较为成熟、稳定的态势，就成为势在必行的了。明朝的

军户制，“配户当差”户役法③，官府手工业和匠籍制，行省三司制，宗室分封及诛杀功臣士大夫，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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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看到元制或北制的影子，都是被朱元璋率先多半保留变通，后又被朱棣等略加改造而长期沿

袭下来。换言之，朱元璋、朱棣父子，特别是朱棣个人经历和政治文化心态等偶然因素，严重地影响

了明前期南、北制因素的整合及走向，致使明前期的整合再次以北制占优势。明中叶以后较前期明

显改变，南、北制因素开始实施另一次的整合，而且是改而以南制为重心。主要表现在：募兵制逐步

占据主导，“一条鞭法”取代“配户当差”户役法，民营纳税淘汰匠役制，隆庆海禁开放，等等。尤其是

万历九年（１５８１）的“一条鞭法”，应该是南、北制因素的再整合的关键。某种意义上，重在革除徭役的

“一条鞭法”，亦是南制因素压倒北制的“里程碑”。然而，在某些领域内北制因素或改变无多，或依然

如故。主要是伴当仆从隶属、籍没制及贱民遗留、君主独裁与臣僚奴化等，这四者对明代朝野的影响

长期而深刻①。

三、５－１６世纪江南在南北地域整合发展中的能动角色

据唐长孺先生研究，南朝在孙吴豪门地主经济的基础上发展为大地主山林屯墅和田园形态，荫

占佃客及其他依附民劳作。商业方面不仅建康城（今江苏南京）有 四 个 市 场 及 其 与 官 廨、住 宅 的 杂

处，还出现了不少非官方市镇草市。率多从事商贾致富，泛舟贩运交易、海外商贸频繁及贵族官僚经

商盛行，私人作坊出现和官府作坊的和雇、召募等萌生。估税、关津税、市税等名目的商税及包税，相
继问世。② 陈寅恪也说：南朝“国用注重于关市之税”③。东晋和刘宋主要沿用世袭兵制，刘宋中叶募

兵增多，齐梁募兵完全取代了世袭兵制④。令人有些感叹的是，唐前期的地税和户税，实乃与南朝梁

陈据田亩征租及据赀征调，一脉相承。而杨炎“两税法”的计亩征税及田亩归属户产的原则本来就是

“南朝成法”。唐代不仅江南商业活动仍然沿袭南朝，诸如沿江草市和北方店铺兴盛，坊市制破坏，海
外贸易发展，货币交换比重增长，行税、住税和盐、茶、酒税等商税征收，都带有南朝的因素。唐代商

品经济和财税规制无疑是沿袭南朝的轨迹而发展起来的。开元二十五年（７３７）以后取代府兵制的募

兵，又能够从南朝募兵找到类同物⑤。足见，中唐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动，大多可以溯源于南朝。中

唐以后之所以南朝因素占上风或以南制为“出口”，之所以租佃制大土地占有、两税法和募兵制成为

中唐那次整合后的基本成果，就是因为均田、租庸调和府兵等北制大抵未在江南推行，南朝和隋唐江

南较为先进的经济社会秩序一直未曾被改动。
诸多研究表明，忽必烈平宋战争以招降为主，较少杀戮。江南的先进农业、原有的土地、租佃、赋

税、繁荣的手工业、商贸及海运、理学、科举等制，南宋所继承的唐宋变革的主要成果遂得以基本保留

或延续发展。尤其是浙西一带圩田及沙塗田等能在人口稠密和土地偏少条件下追逐高于一般田地

十倍的收获⑥。元末杭州丝织业等还出现了少量的自由雇佣劳动⑦。大土地占用和租佃关系在江南

依然在发展。譬如延祐（１３１４ １３２０）间松江下砂场“多田翁”瞿霆发“有当役民田二千七百顷，并佃

官田共及万顷”⑧。二税制及差役亦在保留沿用。海外贸易的海港、贸易伙伴、中外海船的来往、基本

贸易制度等，都承袭南宋。后又增添两个特别的因素：宫廷“中买”珠宝和斡脱商。漕粮海运亦由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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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朱清、张瑄倡导主持，海外征伐的军士、船只及技术同样主要来自江南。故海外贸易、海运和海外

征伐三者都算是南方航海技术、人力、财力等为元统治者所用的“典范”。尤其是元代海运和海外贸

易的高度繁荣及其向东海、南海的开拓发展过程中，南制因素厥功甚伟。儒学与科举，是保留南制因

素最多，并在南、北制因素博弈中最能体现南制优长的方面。理学北上及官方化，朱熹之学正统地位

的确立，超族群士人文化圈的形成①，表明江南在儒学文化上处于绝对优势。而元仁宗恢复科举，应

是南制文化因素滋长并冲破蒙古旧俗束缚，得以跻身全国文官选举通行制度之列的突出成绩。尽管

元代整体上南制因素依旧居从属，但经历上述兼容与初次 整 合，南 北 方 之 间 的 交 流、沟 通 愈 来 愈 频

繁，相互依赖、彼此密不可分，更是大势所趋。忽必烈为代表的元朝统治者的可贵贡献，不仅在于首

次完成了以少数民族为主角的空前规模的多民族国家大统一，还在于在南北整合中坚持北制本位的

同时又实行南北异制，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江南最富庶、最发达的经济实体，不自觉地继承了南方唐宋

变革的成果，从而为１４世纪以后南北进一步整合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尽管朱元璋父子在江南的“ 削”富 民 和“配 户 当 差”，导 致 明 前 期 江 南 社 会 经 济 结 构 的 严 重 蜕

变，南方唐宋变革的成果一度被毁坏大半，但明中叶以后江 南 农 业、手 工 业 和 商 业 逐 渐 得 到 恢 复 发

展，江南以富民为主导的农商秩序也逐步恢复重建。隆庆开放海禁，海外贸易迅速恢复发展，外贸入

超颇丰所带来的大量白银流入，刺激了东南商品经济的再度繁荣②。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前，江

西、南直隶、浙江等地已于嘉靖和隆庆年间率先实施③，根源又在于“一条鞭法”主要符合江南社会经

济发展及社会关系的需要。晚明商品经济和城市商业化的发展较快，东南沿海城镇市民社会或有雏

形，儒士世俗化非常明显，思想禁锢大大减少，等等，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南宋及元东南城镇社会的

迅速重建与发展。李伯重所云“江南早 期 工 业 化”，也 主 要 针 对 明 嘉 靖 中 叶 的１５５０年 至１８５０年 的

苏、松、常、镇江、江宁、湖、嘉兴、杭及太仓等八府一州之地。尽管此种工业化具有重工业畸轻而轻工

业畸重的“超轻结构”特点，但毕竟属于因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能带来较高效率的“斯密性成长”，又兼

江南与中国其他地区之间所构成的地区产业分工与专业化，使中国国内贸易充任着江南早期工业化

的主要推动力量，最终造就了江南一度成为世界最发达的工业地区之一④。
生产力无疑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火车头”。我们注意到，１０世纪以后手工业、农业等生产力方

面的显著进步，大多是率先出现于江南。诸如宋元两浙涌现出专门从事丝织业的家庭机户，随之又

有染色业独立和印花布风行。元代黄道婆轧棉搅机、绳弦大弓等棉织工具改进及“错纱配色，综线挈

花”等法，也发生在松江府乌泥泾⑤。陶瓷烧制方面，南宋官窑和龙泉哥窑的析晶釉，建窑兼有的分相

釉和析晶釉，龙窑的普遍采用；景德镇则有以瓷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采用进口青钴料烧制的元青花

瓷，以及烧制难度更大的釉里红等⑥。火器方面，“蒺藜火球”、铁火炮和“水底火炮”是南宋最先使用

的陆地及水下爆炸性火器，寿春府等处制造的突火枪又是最早的管型火器和近代火枪的前身。造船

技术在已有福船、沙船和广船等船型的基础上，率先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密舱结构”和“平行式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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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斜帆”①。护田挡水和水渠灌溉的圩田及相关水道疏浚，也集中于宋元频临长江的湖泊沿岸等低洼

地带②。以上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大幅度推进与提升，与这一时期以长江三角洲为首的早期工业

化之间，似乎是互为因应的，同时也大大增强了整个江南地区经济繁荣及领先全国的原动力。
葛金芳还主张，宋以降长江三角洲等狭义的江南地区，属于典型的“农商社会”。此江南“农商社

会”具有五个特征：商品性农业的成长导致农村传统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江南市镇兴起、市镇网

络形成，城市化进程以市镇为据点不断加速；早期工业化进程启动，经济成长方式从“广泛型成长”向

“斯密型成长”转变；区域贸易、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扩展、市场容量增大，经济开放度提高，一些发达

地区由封闭向开放转变；纸币、商业信用、包买商和雇佣劳动等带有近代色彩的经济因素已然出现并

有所成长③。上述观点可以得到斯波义信、李伯重、樊树志等诸多经济史学者一系列论著的有力 支

持，也与２０世纪“资本主义萌芽”有关讨论相呼应。即使有人不愿意使用“农商社会”的说法，可谁也

难以否认：宋元明清长江三角洲一带较多存在“农商并重”和“商业上升为社会生活繁荣的主要基础

之一”的“世相”，进而悄然形成“农业和商业共同支撑社会经济的格局”④。诚然，广义江南地区内部

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也呈现不平衡状态。以长江三角洲等为中心的地区自５世纪以后的经济富庶

和文化繁荣一直居全国之首，同时又是整个江南最发达的地区。湖北和湖南北部稍次之，１６世纪长

江三角洲一带“早期工业化”推进之际，农业重心逐步转移至湖广，随而出现“湖 广 熟，天 下 足”的 局

面。而江西和岭南尚处于晚近逐步开发的区域。
如果我们把唐宋前后的三四次南北博弈整合及唐宋变革的内容作一对照，不难发现北朝到唐前

期的体制（科举例外）、元诸色户计全民当差和明前期的“配户当差”户役法等，大抵属于唐宋变革以

前的旧形态。南朝统治下的江南经济及财税体制大抵是对唐宋变革的某种良好酝酿或准备。中唐

两宋的江南无疑属于唐宋变革高潮中经济文化最先进和最具活力的区域。元代及明中后期的江南

也属于承袭南宋“唐宋变革”成果最多的区域。就是说，５世纪以后的江南，逐渐成为中国经济重心

和文化主脉所在，成为中国“富民”和农商并重秩序⑤成长发展的“风水宝地”。尤其是宋元明清的江

南依然代表着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依然是统一国家的条件下南北博弈整合中新兴的动力渊薮。在唐

宋前后南北地域差异的上述三四次博弈整合中，承载着中国经济重心及文化精英的江南地区的角色

及能动功用，至为关键。

四、大运河对南北社会经济整合发展的作用

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大体是依据帝国核心区、财赋及军事控驭等因素，自西向东逐步迁移的。周

秦汉唐时期，中原王朝的国都主要在镐京、咸阳、长安和洛阳，北宋东移至汴梁。金元明清，北方民族

南下又造成北移燕京。经济文化重心则是经历了前述东晋和南宋两次大规模的自北向南的转移，而
且南移过程持续了将近七个世纪。在这两次南移之前，北方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是非常先进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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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０页；另参见林文勋：《中国古代富民社会———宋 元 明 清 的 社 会 整 体 性》，《宋 元 明 国 家 与 社 会 高 端 学 术 论 坛 会 议 文 件》（打 印 本），

２０１３年，第１７５ １８５页。



在这两次南移之后，特别是唐后期五代和契丹、女真、蒙古南下或入主中原，战乱频仍，北方中原地区

屡遭严重破坏，户口凋零，经济发展缓慢。因此，唐后期以降，国家的财赋不得不主要仰赖东南。
与６世纪以后经济上北方依赖南方形成对应反差的是，政治中心长期在北方。隋唐北宋国都尚

在黄河中下游，元明清三朝进而北移燕京。政治中心大抵在北方，而经济命脉却远在江南。于是，在
南北关系上便呈现了经济上北依赖南，政治上北支配南的新配置和新格局，且延续了近千年。

大运河的修筑，是中古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和南方、北方经济政治中心错位的产物。大运河作为

漕运命脉，不仅对多民族国家政治统一具有战略上的积极意义，而且在南北交通、经济文化交流等内

容的南北差异博弈和整合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长期充任南粮北运的漕运黄金水道，有力支撑了千年以来政治上北支配南、经济上北依赖

南的北南关系的新格局。自中唐设转运使总揽漕运，明清常设漕运总督于淮安，官至一、二品，位高

权重，专门掌管跨省区的大运河漕运及河道事宜。大运河漕运及管理在６世纪以降诸王朝始终具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大运河对维护大一统帝国的政 治 统 一，也 厥 功 甚 伟。除 了 供 给 京 师 官 民 粮 食 之

外，隋唐征高丽和经营东北，唐后期朝廷对付河朔三镇为代表的藩镇割据，元朝防御北方蒙古诸王反

叛，明成祖朱棣“靖难”和迁都燕京后旨在防御蒙古的长城“九边”军事镇戍，清乾隆帝等经营蒙古、新
疆、西藏的所谓“十大武功”，等等，无不仰赖大运河漕运。

第二，大运河首次将司马迁时代的燕、赵、魏、宋、齐、鲁、徐、吴、越等相对独立的自然经济区①自

北向南连成一片，弥补了中国南北走向河流稀少和陆路交通常因山川阻隔而艰难等缺陷，有利于海

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水系的东部地区的整合发展。
第三，大运河是沟通黄河中下游经济区与长江中下游经济区的商贸干道，为中古时期南北经济

交流提供了极大便利。大运河既是海上丝绸之路与北方国都间的连通渠道，也是陆地丝绸之路和海

上丝绸之路在国内的主要连通渠道。既有利于５世纪前后北方先进经济文化南传，又有利于发挥７
世纪以后江南经济文化的带动和辐射作用，有利于促进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伴随着漕运，还

催生了以扬州、淮安、济宁、聊城、临清、天津等一批运河城镇经济带的繁荣②。明人李东阳“官船贾舶

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过鳌头矶》）的诗句，闻名遐迩。这种运河城镇当是唐长安和宋汴梁之外

的另一类漕运商业城镇。自唐后期刘晏等盐铁使兼转运使以盐利补贴漕运，又因江淮、山东、长芦等

盐场等都在运河沿线，大运河往往与官府榷盐及盐商经营联系在一起，成为历代盐商行盐贩运的南

北通道。元明“开中法”以盐引招商运粮北边及丝绸、瓷器、茶叶等官民采购贩运等也需要依赖大运

河通道。
第四，大运河还对南方、北方东部的社会文化彼此交流带来了深刻影响。盐商、徽商、晋商等商

帮常年在大运河一带贩运行商，山陕、广东、全晋等会馆林立。还形成了盐帮、漕帮等帮会组织。运

河沿岸城镇还是元明以来回回人荟萃聚居之处，临清清真寺、扬州回回堂、杭州凤凰寺等就是历史见

证。隋唐行科举制和元汉军镇戍、明卫所屯戍、清八旗绿营屯戍等推行之后，南方人游宦驻戍北方和

北方人游宦驻戍南方的情况，频繁而普遍。千余年间，大运河又曾经是官员士人兵将等南北往返的

主要通道，无形中对南、北方社会文化彼此交流带来了良好的影响。

五、馀　论

东汉以后南北差异的整合发展与江南的角色功用，很大程度上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两大板块

及农耕文明内东部与西部，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等板块分野在五千年发展演进的产物。由于我

３３中古以来南北差异的整合发展与江南的角色功用

①

②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３２６１ ３２７０页。

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国疆域广袤和地理风俗多样，２０世纪初蒙文通先生就曾提出江汉（炎族）、河洛（黄族）、海岱（泰族）
的古史三系之说①。就是说，东周时代，地处江汉、江淮的楚、吴、越等文明发展水平，已仅次于河洛、
海岱等中原文明核心地带，在华夏诸地域子文明中位列第三。其水利、气候、植被、文明传统等方面

的良好基础，再开发和后来居上的潜力，又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又兼前述东晋和南宋两次南渡，
造成中原文明南下且与江汉等文明的交融汇合以及若干次江南开发的浪潮，最终使江南后来居上成

为现实。

１０世纪前后的航海技术的长足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和海外贸易的繁荣，使地处东亚大陆相对独

立地理单元的中国，获得了与域外其他主要文明交流沟通的新的航海通道，同时也给江南特别是东

南沿海带来了巨大的域外刺激。这在客观上促进了秦汉“头枕三河（河内、河东、河南），面向草原”到

唐宋以降的“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经济趋势的重大转折②。在此形势下，江南在全国南北差异整合中

的角色功用显赫，就是顺理成章了。而大运河也生 逢 其 时，沟 通 南 北 水 系 交 通，适 应 政 治 上 北 支 配

南、经济上北依赖南的错位需要，充当了南方在经济文化上支撑、带动、辐射北方，推动全国整合发展

的特有管道。
我们还可以从更长的时段和更广阔的视野来观察思考：由于长城南北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两大

板块的长期并存、冲突和融汇，东汉以后的中国，先后发生“五胡乱华”和女真、蒙古等南下入主，黄河

中下游的华夏先进经济和文化曾经被基本中断两三次。万幸的是，华夏经济和文化，藉东晋和南宋

南渡在江南得以延续，随着千年来江南的开发而不断扩展和提升，进而在唐宋前后数次南北博弈整

合中积极影响全国，推动华夏经济和文化在南北统一国度下继续繁荣，不断进步。这就最终避免了

欧洲５世纪日耳曼蛮族南下中断或暂时毁灭希腊罗马文明而整体 步 入 黑 暗 中 世 纪 的 悲 剧 性 道 路。
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文明五千年延续至今，总体上未曾中断，在世界范围独一无二，江南的历史性作

用，功不可没。

［责任编辑　王大建　范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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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蒙文通：《古史甄微》，《蒙文通文集》第５卷，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９９年。

葛金芳教授认为，秦汉和隋唐帝国以黄河中下游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自给自足农业经济为基础，特别是为防御匈奴、突

厥等，故而主要是向西北开拓延伸其势力范围。此时期的基本格局可称为“头枕三河（河内、河东、河南），面向草原”。而中唐以后传

统社会的经济重心已由黄河中下游转移到长江中下游。特别是长江三角洲为主体的东南沿海地区，以发达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

为后盾，开始表现出向海洋发展的强烈倾向。此时期的基本格局又可称为“头枕东南，面向 海 洋”（《头 枕 东 南，面 向 海 洋———南 宋 立

国态势及经济格局论析》，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邓广 铭 教 授 百 年 诞 辰 纪 念 论 文 集》，北 京：中 华 书 局，２００８年，第２１９
２２０页）。就经济发展趋势而言，笔者基本同意葛教授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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